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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贝克尔在经验证据方面批评默顿的“虔信主义-科学”假说，重新
检验贝克尔的经验性批评后，可以发现，贝克尔与默顿在经验层面既具有
分歧，也存在着统一性：分歧一是在于虔信派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二是在
于奥芬巴赫尔关于新教、天主教与教育关系的实证研究；统一性则在于“文
化争端”背后的社会历史差异以及“僧侣独身制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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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顿命题”（ the Merton thesis）是科学社会学之父罗伯特 ·金 ·默顿
（Robert K. Merton）提出的、处理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经典纲领，通常指
新教主义与近代科学之间的积极联系，除了典型的清教案例，默顿还阐
述过虔信主义（清教在德国的对照）与近代科学的积极联系，因此“虔信
主义-科学”假说（Pietism-science thesis）也被视为默顿命题的派生或扩展
假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贝克尔（George Becker）是关注到虔信主义假说
的少数学者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期他发表多篇论文，对默顿这一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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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进行密集的、持续的批评，如《虔信主义与科学：对默顿假说的批评》
（1984）、《公认话语谬误：重新检查默顿的虔信主义 -科学命题》（1986）、
《虔信主义与启蒙理性主义的交锋：对苦行新教主义与科学关系的检查》
（1991）、《默顿命题：奥丁格与德国虔信主义，一个重要的否定性案例》
（1992）、《德国新教、天主教的教育“偏好”：教育专科化背后的政治》
（2000）、《挑战默顿的新教主义-科学假说：僧侣独身制对德国科学及学术
的历史影响》（2011）、《重复并再析奥芬巴赫尔的学校注册研究：对韦伯命
题及默顿命题的影响》（1997）、《持续的曲解之路：新教伦理与马克思·韦
伯的学校注册研究》（2009）。
针对贝克尔的经验性批评，默顿将之归结为“最新话语谬误”，并在
《最新话语谬误：“虔信主义与科学”案例》（1984）中重申命题的理论脉
络，至于经验细节上的挑战，默顿为防止失去对科学社会学基本主题的
把握，则没有一一作答，只在“关于社会历史详情的附录”部分集中做出
回应。笔者在《贝克尔对默顿的批评及默顿的回应》（2018）一文中详细阐
述了贝克尔对默顿的批评、默顿的回应以及二者争论中展现出的科学哲
学问题，但有关经验层面的分歧却没有篇幅回应，因此，本文旨在重审并
评述贝克尔经验性。
重新检验贝克尔的经验证据后，笔者发现，贝克尔的批评并非与默顿
孑然矛盾，而是在一些材料上存在分歧，但在另一些材料上却具有统一
性。其中，分歧在于，一是虔信派与科学、理性的关系，二是奥芬巴赫尔关
于新教、天主教与教育关系的实证研究；统一性则体现为，一是德国“文
化争端”背后的社会历史差异，二是新教、天主教在“僧侣独身制度”上的
差异。
一、虔信派与科学、理性关系上的分歧性
贝克尔曾在《虔信主义与科学：对默顿假说的批评》中集中批评了虔
信派与科学、理性的关系及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后又在《默顿命题：奥
丁格与德国虔信主义，一个重要的否定性案例》中补充了一个虔信派神学
家、科学爱好者奥丁格的经验性案例，以证明虔信派与科学之间的否定
性关系。在贝克尔看来，虔信派与科学、理性的整体关系是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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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信主义是与近代科学的制度规范不相容的一套信仰和价值观。尽管
虔信主义包含了赞同经验和功利价值的倾向，但其对感情、神秘的青睐，
及与路德宗‘忏悔’和‘因信称义’的融合，损害了凭理性和科学方法来面对
世俗活动的倾向，且启蒙势力的兴起加剧了虔信主义的矛盾意向，使之
最终公开采纳一种对理性、科学及其他学术活动的惶惑甚至敌意的立
场。”[1]这种观念所依托的经验证据，则具体体现在虔信派在教育领域的
表现及虔信派领袖的“科学活动”方面。贝克尔在虔信派与科学、教育关
系方面的批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默顿命题的冲击，但笔者认为，
贝克尔只是削弱了默顿的相关证据，却没有成功反驳默顿命题。问题的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虔信派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虔信派的“科学活
动”，进而理解它与启蒙理性、科学的一般关系。
其一，就虔信派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而言：首先，中学领域方面，
17 世纪末虔信派领袖弗兰克就设想过一种类似于实科中学的教育机构，
随后，如贝克尔所言，路德宗塞姆勒在 1705 年提出了实科中学设想，并于
1708 年、1737 年分别建立实科中学，但都相继解散，成为一种短暂的尝
试，而默顿提及的 1747 年虔信派海克尔建立的“经济、数学实科中学”才
是真正意义上持久、繁荣的实科中学。当然默顿后来承认说实科中学“完
全”是虔信主义的产物是夸大其辞了，而实际应是“大体上”[2]。此外，虽
然中学教育中虔信派的核心目标是宣扬宗教理念，其次是兼备实用性考
虑，但其对科学教育的看重是可以从核心信念中推导出来的，为了实现
灵命上的“重生”，虔信派要求信徒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及教育改革
中，客观上产生了良好的实用教育倾向。其次，大学领域方面，默顿承认
贝克尔对哥廷根大学、阿尔特多夫大学的批评是合理的，因为哥廷根大
学虽然是对哈莱大学的效仿，但它将“虔信派神学根基搁置一旁”[2]，充分
发扬了学术自治，而“将阿尔特多夫大学纳入虔信派的领域有些‘过分热
情 ’了”[2]，在这两所学校上，贝克尔的证据确实削弱了默顿的论证，但是
贝克尔对哈莱大学、柯尼斯堡大学的批评是存在问题的，它们无疑是典
型的虔信主义大学，默顿认为它们对科学课程的引进及施行教育改革的
证据并不匮乏，都详尽地体现在帕尔默、齐格勒、包尔森等人的文献中。
再次，就教育整体而言，德国的整个教育改革是由启蒙力量和虔信派共
同完成的，虽然二者有过公开冲突，但客观上他们追求相似的教育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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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贝克尔所强调的人物—托马休斯，他既是“德国启蒙运动之父”，
早期也深受虔信派影响，与弗兰克等人一起追求“实用知识的教育”，应
该说，德国启蒙理性者与虔信派以不同目标为出发点，却共同为德国现
代教育提供了客观上的支持，促使德国在教育领域后来居上。
其二，就虔信派的“科学活动”而言：贝克尔批评以奥丁格为代表的
虔信派科学爱好者实际上反对科学作为自治的理智活动，反对近代科学
的前提、研究方法，即机械论、定量研究法，反而提倡活力论及定性的“现
象学方法”①，甚至他重新挖掘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神
秘主义及炼金术等古代遗产，力图建立一个基督教式、情感式的科学概
念体系，皆与现代科学标准相距甚远。就这点批评，笔者认为，不应以现
代的标准衡量 18 世纪的科学活动，而应了解当时科学的真实“面貌”。
18 世纪，尤其在启蒙运动这个新旧转变的时期，科学仍被称作“自然哲
学”，仍没有脱离哲学这一母体，“仍在奋力解决诸如关于灵魂的存在、物
质的能动性与被动性、意志自由以及上帝的存在之类的哲学问题”[3]，它
尚未完全建立起现代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及分科系统，概念、术语等也
正在经历一场“语言革命”，开始逐步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如奥丁格所
推崇的化学，在 18 世纪后期以前，它和炼金术、神秘主义传统、医学、药
剂学等纠缠不休，最终拉瓦锡的工作正式地规范了化学语言及术语的命
名原则，清除了它与旧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而在这个过程彻底结束之
前，许多科学研究者对概念的命名、应用都或多或少地存留宗教色彩，一
方面是出于个人虔敬的信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科学活动寻求宗教上
的合法性与庇护。关于机械论与活力论之争，应该说整个 18 世纪实际是
机械论与活力论争鸣的时代，“机械论自然哲学，包括其各种各样的牛顿
学说的变体，并没有完全战胜它试图消除的、与之竞争的传统，即泛灵
论、炼金术及其衍生物，以及各种帕拉塞尔苏斯思潮……在 18 世纪下半
叶，这些传统的各种变体都被复活并被重新阐述来批评机械论自然哲学
的基本原理，这发生在机械原理的普遍性遭受到质疑或者公开攻击的时
候”[4]，启蒙主义者既包括启蒙机械论者，也包括启蒙活力论者，他们集中
在化学、地质学、生命科学、博物学等领域，甚至从思辨转向实验。至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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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丁格的“现象学方法”涉及直觉和经验，追求这三种标准的发现及理解，即最简易的、
最实用的、最必须的，也就是说，“自然中最必须的就是最易于理解的和对人类来说最实用的”。
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之争，以德国物理学实验为例，“新的装置和实验并没
有立即使实验物理学定量化，因为它们是用来创造现象，而不是进行测
量的……只有等到定性理论详细说明了测量的重要性后，才不得不进行
测量……到 18 世纪末，当精密测量成为实验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时，
用来说明现象的想象的‘细微流体’才开始被定量规律所代替”[3]，也就是
说，越是到晚期，定量方法才真正成为许多科学的目标与需要。因此，在
笔者看来，不应像贝克尔一样视奥丁格等宗教人士为当时科学的“反动
力量”，宗教式的概念体系、对活力论及定量方法的支持也同样存在于其
他启蒙主义者身上，这些窠臼与争议不过反应出时代的张力，也的确是
那个时期“科学”本身的一部分。更何况，奥丁格等科学爱好者确实在客
观上成为科学的“赞助商”，在具体科学正式建制化、标准化之前为它们
提供了观念上、物质上的双重支持。
进而，在整体上审查虔信派与启蒙理性、科学的基本关系，笔者认
为，当时的图景并非完全支持贝克尔的论证。实际上整个欧洲的启蒙运
动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启蒙运动也存在差异，德国
的启蒙运动尤其具有鲜明的特色，因“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体系，它没
有接纳英法的理性主义、机械论世界观，又因其深刻的宗教传统，没有走
向极端的无神论，最终德国启蒙运动“混合了四种德国特有的宗教习俗
和政治习惯—虔敬主义、财政主义、开明专制、各邦独立原则”[5]，最好
地寻求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启蒙的目标之一是封建迷信、巫术、神
秘主义、教条主义及宗教不宽容，但并非是宗教本身，宗教和启蒙运动一
同发展，结果便是新的启蒙神学、启蒙派教士及新宗教运动，尤其是普鲁
士的虔信派。当然，虔信派也不是一个自成一体、有统一定义的运动，其
教义虽然保持不变，但其世俗领域的核心思想及支持者却在不同阶段发
生变化。可以明确的是，在德国启蒙运动的早期，虔信派虽然在部分神学
观、哲学观上与启蒙理性者冲突，但二者在其他方面有着诸多积极的联
系，尤其启蒙理性者们借鉴了部分虔信派现代教育纲领，也有相当一部
分来自虔信派背景的神职人员、学者积极参与启蒙讨论，可以说，虔信派
构成了启蒙运动早期生机勃勃的力量，“现代学者普遍把虔信主义视为
启蒙运动内部的一个重要而又异己的思潮”[5]，它们一起塑造了德国的文
化氛围。而后来，虔信主义的社会构成及宗旨渐渐与启蒙运动背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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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它已难以被指认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只剩一种文化传统、宗
教风格，越发保守、薄弱，并局限于信仰领域。后期的虔信主义已难以对
教育等社会生活保持关注及参与，因此也就不存在贝克尔所谓的“对科
学、理性的削弱”了。而且，自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任何宗教在强大的科
学、理性面前都已“节节败退”，即便晚期虔信派的意图是敌对于科学、理
性，也都力有未逮。
总之，在虔信派与科学、理性的关系方面，贝克尔关于实科中学、哥
廷根大学、阿尔特多夫大学等教育方面的证据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默顿论
证的可信性，但经过审查，更多证据倾向是利于默顿的，虔信派对实用教
育的“支持”及对科学活动的“赞助”在客观上确实存在，在特定的时间
内、在德国信仰与启蒙理性的张力中为科学活动贡献了积极的作用，默
顿“虔信主义-科学”命题的合理性仍旧是成立的。
二、奥芬巴赫尔实证研究上的分歧性
贝克尔与默顿的另一方面分歧体现在天主教、新教与科学、教育的关
系上，具体指奥芬巴赫尔的学校注册数据研究。该研究涉及 1885 年至
1895 年间德国巴登地区各种类型中学的教派组成情况，这一研究被奥芬
巴赫尔的学生发表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并得出结论：相对于在人口总数
中的所占份额，新教在实科中学的注册人数远远超过天主教。韦伯和默
顿都曾引用过该研究，并将新教的“比例过高”作为这样一种观点的数据
证明—新教对资本主义事业及科学事业的强烈倾向。贝克尔则通过《
重复并再析奥芬巴赫尔的学校注册研究：对韦伯命题及默顿命题的影
响》、《持续的曲解之路：新教伦理与马克思·韦伯的学校注册研究》修正了
奥芬巴赫尔研究中的错误数据，并优化、重构了表格，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默顿的论证基础，但经过审查后可以发现，贝克尔的证据并非完全不利
于默顿，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并回应贝克尔对奥芬巴赫尔研究的修正。
奥芬巴赫尔的原表格（见表 1）是以学校为标准，分别列出 5 种类型学
校中每种学校的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份额，其中这 5 种学校包括 4 种不
同的实科中学及 1 种文理中学，而贝克尔重建后的表格（见表 2）则以教派
为标准，分别列出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中实科中学及文理中学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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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特别列出这 4 种实科中学的整合份额。贝克尔新的结论在于：一
方面，固然新教在实科中学中比例很高，但天主教与其差距也不大；另一
方面，不似默顿所言，新教更倾向于实科中学，天主教更倾向于文理中
学，事实是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更加倾向于选择文理中学，而原因也
许在于文理中学具有升学特权和就业优势等教育现实。
值得肯定的是，贝克尔所做的优化与修正确实比奥芬巴赫尔的原表
格更加合理，能够从整合意义上展示出不同教派对传统文理中学及实科
中学的倾向程度，而奥芬巴赫尔的表格作为默顿的重要引证，贝克尔对
它的修正与批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默顿论证的可信性。但贝克尔的修正
是否彻底地驳斥了默顿？根据贝克尔更新的数据，可见天主教人口中
表 1    1885/86—1894/95年巴登地区各种类型中学中的宗教组成情况 [6]
学校类型 新教比例 天主教比例 犹太教比例
文理中学 Gymnasien 43 46 9.5
实科中学 Realgymnasien 69 31 9
实科中学 Oberrealschulen 52 41 7
实科中学 Realschulen 49 40 11
实科中学 Höhere
Bürgerschulen 51 37 12
五种类型的平均值 48 42 10
巴登地区的总人口（1895） 37.0 61.3 1.5
　　注：根据奥芬巴赫尔的计算；原表题目为 Konfession und Soziale Schichtung。
表 2    1885/86—1894/95年巴登地区各种类型中学中的宗教分布情况
学校类型
新教
（N=52,638）
天主教
（N=46,103）
犹太教
（N=11,100）
数额
文理中学 Gymnasien 40.9 49.0 38.8 48,414
现代中学：整合后的 59.1 51.0 61.2 61,427
实科中学 Realgymnasien 11.9 9.4 13.9 12,119
实科中学 Oberrealschulen 3.7 3.3 2.7 3,770
实科中学 Realschulen 22.8 20.0 23.1 23,812
实科中学 Höhere
Bürgerschulen 20.7 18.3 21.5 21,726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9,841
　　注：除非另有提示，否则数值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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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选择文理中学，51% 选择实科中学，对这两种不同类型学校的选择相
对均衡，而在新教中，有 59.1% 的人口选择实科中学，可见不论在奥芬巴
赫尔的研究中，还是在贝克尔的研究中，新教对实科中学更高的倾向都
是显著的，而非文理中学，更何况 1885 年至 1895 年间德国巴登地区新教
人口总数也远多于天主教。在笔者看来，贝克尔的新证据不过修正了科
学社会史中一个错误的猜想，即天主教对实科中学的选择比例不高，而
贝克尔则证实了天主教在教育方面的证据确实被默顿等科学社会学家、
史学家低估了，但他的批评并没有动摇新教在实用教育方面的优势。
总之，贝克尔对奥芬巴赫尔统计研究的批评修正了默顿、韦伯等人的
论证基础，贝克尔更新的统计数据也提升了天主教对实科中学选择的份
额，但默顿关于新教对实用科学教育的偏好的观点并没有被贝克尔驳
倒，即便在新的统计数据里新教的优势也是客观存在的。
三、德国“文化争端”社会历史差异上的统一性
除了上述分歧，贝克尔的一些批评与默顿的观点反而并不冲突，而是
展现出二者观点的统一性、一致性。如在《德国新教、天主教的教育“偏
好”：教育专科化背后的政治》中，贝克尔考察了德国“文化争端”事件背
后的社会历史条件，试图从政治、宗教、文化等条件的差异性出发，解释
德国新教、天主教对教育及就业选择的不同“偏好”，以便反驳默顿的“宗
教伦理价值”思路。
如贝克尔所言，德国统一后便爆发了“文化争端”（Kurturkampf），即
1871 年至 1887 年间现代文化对抗天主教“蒙昧主义”的一系列历史事
件，重要线索如下 [7]：1864 年罗马教廷公布的“谬说要录”及 1870 年的“教
皇无谬论”拉开了文化争端的序幕，人们开始质疑罗马教廷是外国势力
（教皇）的统治工具，认为它们反对一切现代思想；1871 年普鲁士文化部
天主教处遭到撤销，文化争端正式爆发，俾斯麦政府随后颁布诸多反天
主教立法。其中，1873 年《五月法令》及其 1874 年的第二部分将文化争端
推向高潮；直到 1878 年，俾斯麦接受了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和解请求，大部
分反天主教立法在下个十年内被逐步撤销，至此，柏林与罗马教廷达成
和解，文化争端彻底结束。而贝克尔发现文化争端背后不同的政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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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化现实差异造就了天主教、新教的不同偏好。新教凭借与俾斯麦政
权的密切联盟垄断了各种优势世俗职业，如学术界、军队、政府官僚等，
既有大量学生选择实科中学，也存在不少对文理中学的选择。而天主教
无法涉足这些领域，绝大多数天主教底层学生只能选择进入文理中学为
牧师职位做好准备。
但在笔者看来，贝克尔这一批评与默顿并无实际冲突，贝克尔所论述
的文化争端时期新教与俾斯麦政权的结盟、对社会文化事务的参与确实
存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除却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情况，笔者认为，
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教伦理价值差异也是导致社会历史现实差异的原因之
一。默顿曾提到，“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观念在把行为指引向特定方向中
的作用。正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体系对于在各种与基础性的思想感情同
等兼容的、可供取舍的行为之间做出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8]，也就是
说，宗教伦理、价值观念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行为的选择及
其结果。加尔文派、贵格会、独立派、门诺派、虔信派等新教派别都具有入
世的“禁欲主义”特征，他们否认路德宗的善行赎罪论，强调心灵、精神领
域的忏悔，主张只有小部分人才能得救，每个人的命运都预先被决定，这
种预定论及全能、冷漠、不可认知的上帝形象在逻辑上将导致孤独、悲观
的宿命论，但为了缓和这种宗教焦虑，加尔文主义发展出天职观念，主张
“在职业的天职中无休止地工作被推荐为是获得关于个人属于选民之列
的自信的最佳可能手段”[9]，由此加尔文主义者及其他许多受到影响的教
徒都走向了积极行动的、入世的基督教，引导信徒们过一种有组织的、系
统的、指向天职工作的理性生活。正是因为信奉这样的伦理标准，新教徒
才能选择与俾斯麦政权密切结盟，并积极地贡献于德国政治、社会、文化
等方面的事务中，最终形成贝克尔所言的一种对教育、就业领域的“垄
断”。而天主教则不然，它神化了非尘世的来世生活，对于世界的罪行，
它选择从尘世退隐，遁入修道院的隐修生活中，因为这种出世的、修道院
式的禁欲主义伦理标准，天主教徒“效忠于教皇和罗马教廷……很难成
为世俗政权的的仆人和附属”[7]，这是贝克尔也亲自承认的立场，故而天
主教难以涉足世俗领域，只能在牧师等特殊行业与新教一决高下，对于
当时以底层社会阶级为主的天主教来说，神学院大量空缺的牧师职位及
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助学金是绝佳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这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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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下有限的选择。可以说，新教、天主教在入世禁欲主义、出世禁欲主
义伦理价值方面的差异，严重地影响了新教、天主教对政治立场的选择
及对世俗领域的参与程度，默顿所阐述的宗教伦理价值视角，正是贝克
尔论述的历史材料的前提，宗教价值的不同决定了贝克尔所描述的社会
历史现实差异。
总之，贝克尔在德国文化争端史料中强调的政治、宗教、文化条件的
差异，与默顿所强调的宗教伦理价值差异并不矛盾，反而具有内在的联
系。宗教伦理价值的差异决定了对不同社会行为的选择及不同历史现实
的产生，因此默顿的观点正是贝克尔关于文化争端历史现实的前提及影
响因素之一，而贝克尔例举的这段历史背景，也提供了具体的补充性案
例，二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却统一地解释了新教、天主教对教育、就业选择
的偏好。
四、“僧侣独身制度”差异上的统一性
贝克尔在《挑战默顿的新教主义 -科学假说：僧侣独身制对德国科学
及学术的历史影响》中审查了 1550 年到 1900 年间德国科学家的宗教隶属
情况及牧师后代科学家所占比例，发现德国新教非僧侣独身制所造就的
独特的“机会结构”影响了科学界及其他学术领域，这一批评与默顿的
“宗教伦理价值”思路也同样并不矛盾。
贝克尔对德国科学家宗教隶属情况的统计研究显示出，相对于天主
教科学家，新教科学家在数量上占据相当比例的优势①；而对德国科学家
父亲职业分布情况的统计研究则显示出②：新教占据了丰富的文化资本和
不差的经济资本，而天主教的表现则均为一般。贝克尔分析，正是一种独
特的机会和途径—德国的分层体系—解释了新教在科学及学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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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 1550 年至 1799 年间和 1800 年至 1900 年间，新教分别占 91.1% 和 66.7%（在排除掉“无 /
未知”的情况下），整合总体时段后，新教占 74.6%，在基督教科学家范围内占 88.3%。相反，
1550—1799 年间和 1800—1900 年间，天主教分别占 8.0% 和 10.7%（在排除掉“无 /未知”的情况
下），整合总体时段后，天主教占 9.8%，在基督教科学家范围内占 11.6%。
②如，在经济资本领域（突出表现为实业家、银行家、商人）中，犹太教占据高峰，为 70.8%，
天主教和新教则分别占 20.5%、17.7%；在文化资本领域（突出表现为牧师 /神学家、大学老师、老
师）中，新教占据高峰，为 31.9%，天主教和犹太教则分别为 5.8%、6.3%。
主导地位。在文化资本方面，新教牧师家庭居于德国智力生活的核心，普
遍接受良好的教育训练，强调正规的家庭教育环境，推崇对学术事业、科
学事业等优势职位的追求，易于传递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勤奋的价值观给
其婚生后代。相反，天主教僧侣独身制所造成的“人才流失”使他们无法
把文化、经济、社会资本等传递给婚生后代，而仅限于学校内传播。在社
会资本方面，新教牧师多与世俗政权结盟，成为统治权威的附属，密切融
入公民社会，积极参与公民活动，而天主教则疏离于世俗领域。此外，新
教后代还可以承袭到“固定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受社会评
估过的技能及更加完善的知识等”[10]。因此，新教牧师家庭对僧侣独身制
度的拒斥塑造了一种新的机会结构或社会分层体系，能够将社会资源和
优势传递给后代，开启了新的社会流动途径，变换了僵化固定的社会阶
层，从而直接地或代际地贡献于自然科学及其他各种智识领域。
确实，贝克尔对僧侣独身制度所引发的社会分层体系的解释存在合
理性，开辟了理解新教与科学关系的新视角，但这种解释与默顿研究的
统一性却更加鲜明，因为它体现了制度与价值观的内在联系。甚至贝克
尔也亲口承认，“这并不是说宗教价值在教派差异方面没有任何作用。实
际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或，独身僧侣与非独身僧侣之间，一个区别就
在于宗教精神气质方面。和韦伯所谓的新教的 ‘入世禁欲主义 ’一致，新
教拒斥天主教的 ‘出世禁欲主义 ’，体现为天主教接受僧侣传统和独身僧
侣制度。”[10]新教主张入世禁欲主义价值观，因而不接受僧侣独身制度，
而天主教坚持出世禁欲主义，因而选择了僧侣独身制度，二者的价值观
与制度实践是一致的。在社会发展和实践活动中，价值观与制度并不独
立于彼此，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制度来说，价值观是其形成与制定
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特定方向价值观的引领，便无法确立制度，价值观为
制度提供了合法性与辩护，为之导航，尤其价值观的更新将影响制度的
发展与创新。而对于价值观来说，制度蕴涵着价值观的内容，体现了一定
的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实现。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于人类活动中。因
此，对于新教和天主教来说，入世或出世禁欲主义价值观是这两个派别
不同的内在价值选择，而独身僧侣制度或非独身僧侣制度则是这两个派
别不同的外在制度要求，入世禁欲主义价值观导向了对非僧侣独身制度
的确立，并为之提供价值观基础及辩护的合理性，反之，非僧侣独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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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体现了新教这一价值取向。因此，默顿研究的宗教伦理价值与贝
克尔研究的制度规范是内在关联并相辅相成的，统一地解释了为何新教
成为德国自然科学及其他智识领域知识分子的系谱来源，只不过默顿的
研究更侧重在价值观层面上，而不是上升到贝克尔所谓的“更广阔的、更
具决定性的社会力量”上。
总之，贝克尔对僧侣独身制度差异的研究与默顿的研究并不存在冲
突，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二者分别从制度、价值观角度出发，相辅相成
地解释了德国新教对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积极贡献。
五、小结与评论
贝克尔持续以多方面的经验证据批评默顿命题，尤其在德国虔信主
义或者更普遍的新教主义领域，贝克尔的批评一方面补足了默顿在经验
研究上的一些缺陷，警示我们需要抛弃或者修正默顿的某些经验实证工
作，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经验证据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默顿命题，虔信派
对科学活动及实用教育的支持以及后期德国新教对实用教育的偏好经过
考察是客观存在的，更多证据利于默顿的论证，而非贝克尔，另一方面，
在德国“文化争端”的社会历史差异及“僧侣独身制度”的差异方面，默顿
的观点与贝克尔的批评却并不冲突，反而具有统一性、一致性。总体上，
贝克尔的批评对于默顿命题而言，补充了新的视角与知识，提供了新的
修正与发展，正如科恩所总结的那样，“基本的‘默顿命题’因学术批评所
引入的修正、限制而得到丰富，成为了所有关于科学革命（可以说是近代
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的阐述、讨论中的鲜明特色”[11]。
甚至，贝克尔的经验批评揭示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社会学等学术
传统中对默顿命题的误解，贝克尔没有意识到，默顿真正强调的是什么。
贝克尔所关注的经验细节，基本是新教出于神学立场、宗教目的对科学、
理性、教育等方面的矛盾意向，甚至反对倾向，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尽管
清教、虔信派或新教其他派别存在这般初衷，但它们随后始料未及地发
展出了与科学文化整体亲和的伦理价值、思想感情，导向了特殊的社会
行为，即支持科学的制度化，或许贝克尔更应该谨慎审查这方面的证据。
默顿研究的绝不是宗教神学与科学哲学或科学内部思想理论的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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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创了科学外史的视角，主张对作为社会建制的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体
制互动进行探究，尤其是揭示了新教为科学制度化提供什么样的社会、
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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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gences and Unities between Becker and Merton
——How to Understand Becker’s Empirical Critiques
FU Chu-yo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aculty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Becker  criticizes  Merton’s  Pietism-science  thesis  from the  angle  of  empirical  evidences.
While  after  examining  these  empirical  critiques,  we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not  only  divergences  but
also unities between Becker and Merton. Divergences lie firstl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etists and
science as well as education, secondly in Offenbacher’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stants,  Catholics  and  education.  Unities  exist  in  the  social-historical  differences  behind
“Kurturkampf” as well as differences on the sacerdotal celib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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